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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后知识分子家庭婚姻关系的转变

———以仲素纯、喻世长夫妇为个案的考察

丁 芮

［摘 要］ 1949 年以后，随着政治形态的改变、社会变革的发生，妇女的地位得到了提

高，女性从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开始改变为平等地位，婚姻中夫妻双方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

这种转变在知识分子夫妻关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949 年前，喻世长和屯已恋爱几年，感情

稳定，但喻世长是二人关系的引导者，时常觉得屯“不上进”。1949 年后，屯在新时代的感召

下，积极主动进行思想改造，自主意识得到明显提高，在家庭中二人的关系变为 “携手前

进”。在社会大变革中，政治对民众生活的影响从来都不是单向的，民众也会审时度势，自觉

地调适。建国初期知识分子婚姻关系的转变是国家推动与民众意愿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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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政治环境发生了大的变化，

社会生活也随之发生全面的变化，其中婚姻与家

庭变革较为明显。妇女地位也得到了提高，女性

从家庭中的从属地位改变为平等地位，婚姻中夫

妻双方的关系也有调整。这种转变在知识分子夫

妻中表现更为 明 显，以 喻 世 长①和 恋 人 仲 素 纯

( 屯) ② 为例，在 1949 年前，喻世长一直是二人

关系的启蒙者、引导者，时常恨仲素纯 “不上

进”，1949 年后，仲素纯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

以及进入华北大学进行思想改造，在家庭关系

中，仲素纯的自主意识得到提高，这种提高得到

了喻世长的认可，二人的关系变为“携手前进”。

以往学界对于 1949 政权变动时期知识分子的

研究，侧重于有一定社会名望的大知识分子、作

为群体 ( 整体) 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思想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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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喻世长 ( Yu shi chang 1916 － 1999 ) 是我国著名

民族语言学家，主要从事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音韵学研

究。1939 年，喻 世 长 考 取 辅 仁 大 学 中 国 语 言 文 学 系，

1943 年毕业后，先后在河北省保定女子师范、保定师范

专科学校任教师。1948 年 4 月 1 日入职北京大学，在文

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担任助教。1950 年中国科学

院组建，喻世长转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喻世长在日记中称呼自己的爱人仲素纯为屯。从

喻世长日记的记载推测，仲素纯应该是从保定女子师范

毕业后，1947 年进入中国大学文学院文学系，1949 年 3
月获得该校文学士毕业证书，时年 23 岁。1949 年 4 月屯

进入华北大学，1950 年 3 月毕业后，分配至政协全国委

员会工作，1958 年左右调到中科院民族语言所工作，与

喻世长成为同行。五六十年代，仲素纯曾参与对少数民

族语言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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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等方面①，而较少关注政权变动对于知识分子

婚姻中夫妻双方关系调整的影响。在婚姻关系的

转变中，除了政府的引导，男性的推动外，女性

本身的自觉尤为重要。新中国成立不仅是一场政

治运动，更是一场触及内心的思想运动。而在这

其中，婚姻中夫妻双方关系的调整，正是我们观

察政权变动触及人内心的窗口。婚姻中，夫妻双

方关系的调整涉及私人的复杂感情，一般不为外

人所了解，亦不为外人道，而现存的喻世长日

记，正好为我们提供了合适的素材。故，笔者尝

试以普通知识分子喻世长的日记为主体资料，具

体考察在新政权建立过程中知识分子家庭婚姻关

系的变化，从中认识在婚姻家庭关系变化中知识

分子的自觉意识，以及政权变动对民众社会生活

深层的影响。

一、1949 年前，喻世长恨仲素纯“不上进”

喻世长 1916 年 6 月 25 日出生在天津市宝坻

县，他是家里的长子，下面有 4 个妹妹，生活颇

为贫困②。父母按照旧式教育对其进行严厉管教，

喻世长难以和他们进行心理交流与沟通，觉得家

庭是“冷酷的”［1］556，是对他的束缚，这造成了

他敏感、脆弱、孤独的性格。家庭给喻世长带来

困扰，促使他把自己的感情更多地投在恋人屯的

身上。喻世长 1939 年考上辅仁大学之前，反抗父

亲的包办婚姻，有一次胜利的 “抗婚”斗争，到

北平读书工作后，与自己保定女师的学生屯相

遇，并逐渐产生了感情，成为了恋人③。

屯接受了大学教育，追求婚姻自由，与喻世

长有共同的教育背景，在生活上共同扶持，在思

想上能够深入交流，互相理解。喻世长和屯在恋

爱的过程中，都投入了真挚的感情， “彼此对待

是真的”［1］39。特别是喻世长，忧心国家时局和工

作，又被家庭所累，把屯当做快乐的源泉，精神

的寄托，心灵的安慰剂［1］58。

现代 的 婚 姻 是 以 “所 爱 者 的 互 爱 为 前 提

的”［2］90。互爱就像是“砌房子的墙基一样，先打

好了基 础，才 能 配 合 上 木 材、砖、瓦，造 成 房

子。”不过，互爱并不是凭空而来的，“牢固的爱

情，应当建立在工作好、学习好、思想意识好的

基础上”［3］12。喻世长对于爱情的认识就是如此。

他认为，自己和屯的结合是 “纯感情”，但想要

感情长久稳定，也应有稳固的基础。

五四以来，知识男性就肩负着启蒙、教育女

性的责任。在 1949 年前，在与屯的恋爱中，喻世

长一直以来都在生活上、学业上担负着教育、感

化屯的责任。喻世长比屯大 9 岁，又曾是她的老

师，在平时生活中对其多有指导，特别是在学业

上，指导屯如何写论文［1］12，给她讲解文学知识

等［1］89。1948 年，国内政局不稳，喻世长关心时

局，在自己进入北大有了稳定的工作之后，也关

心屯的前途［1］101。但屯自从进入师专后， “始终

没再 努 力 向 上 的 心 情”， 这 使 喻 世 长 大 大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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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1］221。喻世长认为，如果屯 “困守着旧式的家

庭，不读书报，不 做 论 文，不 与 我 讨 论 生 活 问

题，前途问题”，“到头来不过是个顶简单无味的

人”，就不那么可爱了［1］111。

喻世长抱持引导者的思维，想要改变屯的

“毛病”，希望屯能 “无条件地”听他的话［1］221，

劝她向自己学习时事，增加见闻［1］111。但屯在学

业上总不太用功，虽然在中国大学读书，但对于

自己的前途问题不是很上心，并认为自己就是跟

着喻世长，不想什么好前途。1948 年 8 月 27 日，

屯与喻世长聊到学问事业上，屯推托不愿意深

谈，喻世长追着问屯: “人家多说我们的结合是

纯感情的，对吗?”“如果除了感情以外什么也没

有，那爱的基础是否欠稳固呢?”屯不能直接回

答，说了句笑话: “我努力也不过是跟了你罢了，

还有什么好前途”。喻世长说: “快不要这样说，

你赶快出个名声来，然后任意去选择”，“难道你

不知道我爱你与希望你成就这两种心是同样的热

吗?”屯仍然没有回答，只说出两句: “我离不开

你”，“你心好”［1］141。喻世长非常不赞同屯的这

种想法。

恋爱进入稳定期的二人日常生活已不全是你

侬我侬、春花秋月了，他们早已考虑步入婚姻，

并开始规划婚后的生活与事业。但是，正如这个

谈话反映的那样，这一阶段二人相处的关系中，

喻世长起着主导作用。屯的不上进使喻世长在某

个时刻闪现出不想和她结婚的念头［1］111，但和屯

恋爱了三四年，喻世长对屯有很深的感情，便想

通过各种方式鼓励屯在学问、事业、思想上进

步，引 导 她 领 略 “伟 大 深 刻 曲 折 美 妙 的 人

生”［1］201。对于屯的不用功、不上进，喻世长认

为是因为屯的旧家庭造成的，在那样的环境下不

能用 功，希 望 早 日 结 婚， 二 人 在 一 起 能 有 进

步［1］131。因为屯还在读书，屯的家里希望毕业了

再结婚。喻世长不满意屯受家庭封建意识的窒

息，但屯听从家里的安排，喻世长只能督促屯慢

慢接受他的“勉励”［1］130、143。

1949 年 12 月，北平处在围城之中，国内形

势逐渐明朗，喻世长密切关注时局的发展，判断

和平很快就要到来，想到新时代就要来临［1］226，

内心充满了期望与向往。喻世长一贯认为， “封

建势力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束缚，其实是最难堪

的”，在新时代自己要同知识分子一起 “粉碎封

建的遗骸，”但屯并未表现得和自己一样。喻世

长“恨她不上进”，还有一个原因是屯 “进了中

大，受了那里的影响，表现的不太好”，便 “打

架般地 劝 她 努 力”［1］233。不 过，对 于 屯 的 前 途，

喻世长 也 充 满 信 心 地 认 为 “是 光 明 的”，因 为

“屯也可能发见学问之途径的”［1］230 － 231。

1949 年 1 月 22 日，国共双方成立联合机构，

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解放协议书》上签字，喻世

长十分兴奋，认为和平很快就到了，喻世长和屯

说到时局变化，“希冀着过一个好日子”［1］253 － 254。

此时的喻世长开始慎重考虑前途，但因未参加革

命工作，他对当时局势判断还不明朗，所以认为

“一切局面混沌着”，自己的工作尚难确定， “能

以什么样的光明与希望指给她呢”?［1］257 带着对新

时代的憧憬和不确定，喻世长和屯迎来了解放。

二、1949 年后，仲素纯进入华北大学进行

“思想改造”

随着解放区面积的扩大，共产党需要更多青

年干部进行管理。为了将不同思想的青年知识分

子改造成符合革命要求的干部，在 1949 年后，共

产党开办了多所革命大学。其中，华北大学被誉

为“华北解放区之最高学府”、“革命力量的一大

源泉”［3］31。

1948 年 6 月，华北解放区成立，同年 8 月 24

日，原晋察冀区华北联合大学与原晋冀鲁豫区北

方大学正式合并成立华北大学，吴玉章任校长，

范文澜、成仿吾任副校长［4］。按照中央的指示，

华北大学主要是“担负短期政治训练班大量训练

知识分子与工人的任务”［5］175。“华北大学是革命

的大学，它与旧式大学有很大的不同”［6］，其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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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方针是，吸收大量的知识青年，将他们培养成

为解放区各方面的建设干部。［7］

平津解放后，学生、教职员、公务人员、店

员、工人及失学失业青年前往投考华北大学等革

命大学者 “络绎不绝”［8］。自 1949 年 2 月 15 日

革命大学开始在北平招生，投考者极为踊跃，至

3 月 15 日，总数已达 3 万以上。据统计，投考华

北大学者学生占半数以上［9］。北平联合办事处成

立后的第二天，即使不关注时局的屯也开始认识

到“时代变了”，中国大学的学籍不知会会如何，

开始烦恼前途和职业的事，喻世长安慰她说会找

到解决问题的“门径”［1］261。

在恋爱的最初阶段，喻世长 “看她 ( 屯) 是

没一处不好的，永远具备着前进的因素的”，但

在 1949 年前后的一段时间内，感觉屯 “颓废”

了，虽不能 “完全归罪于她”，但 “多少是失望

了”［1］288。喻世长一直认为，爱是要 “带上一些

条件”， “爱是要建立在自主的基础上的”［1］282，

而屯在这两三年里，因为 “对人生的认识不多”，

以及家庭环境的原因等，与自己 “在思想上已经

有了个不小的距离”［1］288。喻世长不愿意怪罪屯，

只好对屯的事情多考虑些， “劝告她多练些吃苦

耐劳的事，多认识时代，储蓄能力，才能立于永

久不落的地位”［1］282。所以，华北大学第一次招

生，喻世长就关注到了。青年人员尤其是青年学

子踊跃报名革命大学的氛围影响着喻世长和屯，

屯感 受 到 了 时 代 的 变 化，表 示 再 有 招 生 就 去

考［1］284。

因为报名者踊跃，华北大学等三所革命大学

在第一次招生后，1949 年 3 月开始第二次招生。

《人民日报》等报纸刊登了招生广告，宣传华北

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华北军政大学是培养

新中国所需要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及群众

工作等各方面干部的学校，毕业后由学校介绍适

当的工作，号召青年人员 “下定改造自己的决心

毫不犹豫的去投考”［10］。中共中央对革命大学的

招生很重视，1949 年 3 月 9 日致电华北局、北平

和天津市委，要求全力保障办学经费［11］163。

1949 年 3 月 13 日，正在忧心屯前途的喻世

长看到华北大学第二次招生的信息，很快就让屯

报了名，并认真进行准备［1］289、294、310。经过初试、

复试，屯被华大二部正式录取［1］314。4 月 19 日，

屯到先农坛 ( 华北大学第二部) ① 报到入学［1］317。

4 月 24 日，喻世长和屯到一同到中国大学领了年

刊，结束了在中大二年半的学程②。屯自己 “毅

然决定地考了华北大学”，喻世长觉得屯的 “思

想路子”比自己“正确”［1］307。

入华北大 学 后，学 校 先 发 了 一 套 灰 色 制 服

( 土布的) ③，还有灰色军帽，喻世长觉得屯穿上，

“在一些威武之气中，更显着妩媚了”， “好像身

换了服装，人也换了思想”［1］320。确实，喻世长

很快就感受到了屯的思想变化。

华北 大 学 二 部 设 有 史 地、国 文、教 育、外

语、社科等系，开设的课程有: 社会发展史、中

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国近代史、教育学和时

事政策等。讲课教师有何干之、丁浩川、尚钺、

李何林、何洛、蔡仪、谢韬等。教材有学校发的

《社会发展史》《五种生产方式》和胡华的《中国

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等铅印本，参考书学员自己

找。教学方式主要是上大课。先农坛的大殿为公

共教室。教师讲，旁边有专人为他写板书，学生

边听边记笔记。下课后回到学习小组里，大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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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1949 年 3 月至 8 月，华北大学二部一分部在先农

坛。洪流、王晋: 《华北大学的校址和校舍》， 《华实录

———华北大学回忆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

版，第 135 页。
1949 年 4 月 24 日，第 320 页。北平和平解放之

初，中大训导长吕复在无力复课情况下，向市军管会递

交了请政府接管中大信件。中国大学自 1949 年 3 月 26 日

宣告停办。教职员工多数转入华北大学工作，部分学生

相继投考华北大学、革命大学、军政大学或参加了南下

工作团。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北京革命史简明词

典》，北京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34 页。
韩绍琦: 《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生活片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

会编: 《北京的黎明》，北京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44 页。
记载的是灰色的土布制服。



笔记，互相补充纠正，作为学习、讨论的依据。

尚钺讲鸦片战争，谢韬讲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

社会主义，丁浩川讲解放区教育、观点，材料新

颖，学员们前所未闻，非常感兴趣［12］339。华北大

学二部还请吴玉章、范文澜、聂真等为学员作大

报告［13］328、329。

范文澜指出，华北大学的 “教学方法是自学

辅导，发动同学们自由讨论，自我检讨，互相帮

助，发扬自动自治的精神。”教务长钱俊瑞指出:

“华大教学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同学们建立替

人民群众当勤务员的思想，克服只为个人利益打

算，光宗耀祖的个人主义，和爬到人民头上作威

作福的地主资产阶级思想。”他认为华北大学学

习的方法“顶主要的是 ‘学用一致’ ‘理论与实

践一致’”［14］。

华北大学有十几年的沿革，在 1949 年前已经

培养出上十万的革命干部， “在改造知识分子的

工作中，积累了颇为丰富的经验”［15］。集体学习

的力量在华北大学教育方法上是一个大革命。他

们除几千人的大课外，还分成若干小组，每组人

数大约十人左右，集体读书，集体讲解，集体讨

论，集体总结。在十人小组互相督促下，每一个

人不得不努力看书，努力研究，前进的携带落后

者，反复讨论，彻底了解。所以，三个月所学得

的内容是普通大学二年也赶不上的，比灌输式的

教育要深入。集体学习在互相帮助、互相监督上

起了很大的作用。学员们不仅在学问上互相帮

助，互相督促，并且在做人的思想和行为上也以

最坦白的态度，互相帮助，互相督促，鼓励好的

倾向，用集体的力量来纠正错误，所以经过短时

间磨炼后，个个向上，人人努力［16］。

与 1949 年前的大学不同，华北大学的女生人

数占较大比例。华北大学 1950 年 4 月至 6 月毕业

的 14526 名学生中，女生为 2805 名，占总数的

19%。针对女学生的特点，华北大学组织女生座

谈会，设立女生委员会，鼓励女生开展批评与自

我批评，很多女学员在这个环节中从最初怕羞、

爱面子、怕得罪人，最后发展到敢于暴露自己的

思想，也敢于批评别人了。华北大学还积极发展

女学员加入党团组织。华北大学女生毕业时入团

的人占女生总数的 80%［17］。华北大学还请女作

家丁玲等为学生们作报告，讲家庭问题、职业问

题、男女关系和婚姻问题、集体生活和个人自由

问题［18］。

学生“最初是带着各式各样的想法进华大”

的［19］。根据华大展览会统计，华北大学的新生，

一部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最多，具有初中文化程

度的次之，二部大学文化程度的最多，占 80% 左

右。出身方面，一部以学生为最多，二部以公教

人员为最多。家庭成分方面，一、二两部地主、

富农、资产阶级占半数以上。政治情况方面，根

据 1949 年 8 月 1 日 统 计，全 校 各 部 无 党 派 占

75%，国 民 党、三 青 团 反 动 党 派 占 百 分 之 12．

7%，民社党、三青团反动党派 1． 7%，中国共

产党占 6%，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占 9. 7%，其他民

主党派占 3%。这个统计显示，学生成分复杂。

真正认识到入华大是为了学习和改造的占很少数

目，例如，二部史一班 105 人中只有 9 人。学员

入学，有的是为找职业，有的是来看看，有的认

为华大是共产党的大学，毕了业一定位置高，可

以保持铁饭碗; 有的认为共产党胜利了，不得不

把生活习惯换成革命的，穿上革命的外衣，取得

革命的资格; 有的认为无代价地换得共产党的理

论是便宜的，获得了谋生资本，批发零售，再去

出卖给无知识的人民［20］。

但经过三个月的改造，分配工作时学生们的

动机都指向“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并表示，

是中国共产党把他们“从落后的旧的思想重压下

解 放 出 来 了”［21］。一 部 入 学 时， 无 党 无 派 占

90. 12%，党员团员仅占 1. 9%。在学习过程中，

涌现了大批的积极分子，80% 的人要求入团，出

学时，团员占了总人数的 27. 69%，无党无派减

为 55. 79%。教学实践证明，社会发展简史和中

国近代史两种基本课程，在教育知识分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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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起了最大的作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改造思想

的最好武器。社会发展简史解决了劳动创造世界

的劳动观点，解决了谁剥削谁与阶级斗争的阶级

观点。近代史解决了谁是革命正统，谁是反动正

统，从历史上认清了四个朋友三个敌人，无产阶

级领导等问题。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及时根据

学生们的思想情况进行教育，就能把知识分子的

改造工作做好［21］。在毕业分配时，学生们表示一

定服从革命的需要和组织的分配，革命需要到哪

里就到哪里去［22］。由于华大“正确地执行了党关

于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改造了知识分子”［20］，成

果显著，艾思奇认为，华大所创造的教育经验、

教学方法已成为当时 “全国各地改造旧知识分子

的普遍应用的方针和方法”［23］。社会上也认为，

知识分子要改造 “就得离开这一群，到部队里

去，到华北大学去”。“四围都是改造了的人，自

己也就容易改造了”［24］。

1949 年 4 月 17 日，第一届团代会召开。全

国有团员 170000 人，华北大学的团员人数近千

人，比重还是不低的。1949 年 6 月 20 日，华北

大学校党委发布的 《关于加强建团工作领导的指

示》明确指出，大量吸收进步青年入团，发展团

的组织，是当前建团工作的中心任务，也是党的

重要任务……团组织要遵照团章规定，克服关门

主义倾向，大胆放手地吸收团员［25］32。

屯之前在中国大学读书，深感中国大学的

“腐败”［1］93，进入到华北大学这种全新的环境中，

耳目一新，思想进步很快，难得周日和喻世长见

面，吃着饭，还 “说着思想改造的问题”［1］338。4

月 19 日入学，5 月底就当了小组长，喻世长从自

身经验出发，传授屯当小组长遇见困难时的解决

“手段”和 “策略”［1］343、353。到 6 月 25 日，屯就

正式入团了①。对于华北大学的学生来说，入团

在一定程度上象征新的政治生命开始。对屯来

说，也是如此。屯自从入了青年团，每次和喻世

长见面都与他 “谈些她如何进步的事”［1］415。屯

积极参加学校学习与其他各种事务，有时会影响

到与喻世长的见面。1949 年 9 月 3 日是周六，下

午学校课程结束后，屯原本应回家与喻世长见

面，可因参加团员会到深夜，未能回去，喻世长

知道 这 个 情 况 后 心 里 感 觉 “不 知 道 是 什 么 滋

味”［1］410。

北平解放后，在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在

华北大学的改造下，屯的思想进步很快，喻世长

认同屯的这种转变。但因为屯更多的时间在学

校，减少了陪伴喻世长的时间，这令渴望着屯在

身边的喻世长开始感觉些许失落［1］287。不过，喻

世长此时也明白，时代不同了，“改变就有前途，

有光明，有快乐，不改变就依然是处在矛盾与苦

闷中”［1］306， “不能再完全以热泪般的情调去爱，

不得不掺杂上一些生活问题”［1］282。同时，屯的

进步也激励喻世长进行自我反省， “爱人已经决

定重新学习了”，自己“还要落在后面吗”［1］308?

“爱情更多的是男性落魄时的一种需要，他

们缺乏独立面对失败后焦虑与痛苦的勇气，爱情

因其独特的对人精神的抚慰作用走进了他们的视

线，在一定程度上，爱情有效地缓解了他们的精

神焦虑。”［26］1949 年后，喻世长面临着自己的思

想问题、家庭问题、单位问题等，感觉 很 “苦

痛”，希望屯能陪在他身边，给他安慰［1］306，但

华北大学安排工作，所以喻世长隐隐担心，屯派

到外地去，他“可怎么活的下去呢”，但又怕如

果要求留在北平，就是不服从组织［1］379 /

1948 年喻世长就认真考虑过订婚的事，认为

二人在一起屯才有进步，还认为自己在 “生活上

有三不死心，一是愿替人民服务，二是愿意自己

有所成就，三是愿发掘无穷的爱的源泉”，而要

“把这三件事统一起来”，就非等到和屯结了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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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喻世长: 《建国日记》，第 362 页。屯应该算是

入团比较早的一批团员，因为据韩绍琦的一篇文章记载，

他是 7 月 8 日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他自认为可

能是最早韵一批团员，而屯比他还要早些。韩绍琦: 《在

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生活片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北京的黎明》，

第 544 页。



可［1］131。华北大学二部的学习时间一般是半年，

屯 4 月份入学，到 8 月份快分配工作时，时间迫

切，屯“自己也不确定能否被派在北平，喻世长

就开始催促屯结婚的事。喻世长着急结婚，一是

“因为和屯的爱已发出火花甚至火焰”［1］237，二是

认为结了婚才能争取派在北平。喻世长自认是

“是太自私”，但心里也认为离开屯 “活不下去是

真的”［1］400。相比较喻世长的焦虑，屯显得不那

么着急，这让 喻 世 长 有 些 生 气，教 训 屯，让 她

“正视生活问题”，告诉她“生活与革命史互为表

里”［1］395。喻世长为结婚的事着急上火，还病了

一场［1］400。屯心里爱着喻世长，明白喻世长的焦

虑，再加上华北大学思想改造的进步，对于结婚

开始有自己的看法，不再受家庭的影响，说 “有

了事实，胜于口头的报告”，决定马上结婚［1］405，

并与喻世长就革命和恋爱是不是冲突的问题，进

行了理论上的探讨，认为二者并“不冲突”［1］411。

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华北大学的学生

经过半年的学习大都要离校，走上革命工作岗

位。到 1949 年八九月份时，华北大学在北平招收

的学生政治学习已经结束，二部第三期教育系、

史地系、国 文 系、师 资 训 练 班 的 学 生，9 月 有

1700 多人分配，有 500 人继续学习专业等待分

配［25］40。屯是被留下的，学期要拉长［1］416。喻世

长在 9 月初的时候就断定，屯不会离开北平［1］411，

并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当月 14 日，二人申请登

记结婚［1］419。

三、结婚后，喻世长、仲素纯“携手前进”

通俗地讲， “男女婚姻自由，就是由本人拿

主意决定对象，不受父母或其他人的强迫包办或

干涉”［3］3， “当事人双方的相互爱慕应当高于其

他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27］29。从 8 月中旬喻世长

正式考虑结婚，到 9 月 18 日二人举办了婚礼①，

仅一月有余。1948 年 8 月，喻世长曾考虑过订婚

的事，但因屯的家人不同意，屯听从家里的安排

遂作罢［1］131。这次在短时间内能够顺利结婚，屯

的态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喻世长最初采取的策

略是希望屯在学校里先公开恋爱关系，再考虑结

婚［1］400、403，循序渐进。屯的哥哥希望延迟时日，

并且要多看组织上的意见［1］406，但屯自己决定马

上结婚［1］405。喻世长对屯的这一决定反而在思想

上存在矛盾: 不等屯毕业早点结婚，可以 “减少

一些盼望与筹划之苦”; 等她毕业再结婚，“可以

减少一些匆遂与不安之苦”［1］406。

屯对于结婚的坚定态度让喻世长开始认识到

屯的思想变化不小，婚后二人几次 “思想深处”

的交流，更让喻世长对屯 “很钦佩”。二人谈到

个人利益与群众利益矛盾的问题、爱情和革命是

否矛盾的问题，屯清晰地表达了她的看法。屯

说，“她在校中谈这个问题态度很坚定，丝毫没

被温情所扰，如果组织要求她离平，她也没什

么”。喻世长希望屯不要离开他，屯 “勉励”他

说，“不能太强调个人的条件”。喻世长认为，屯

有这种认识，“已经能够把爱情从纯粹温情主义

提高起来”， “她的思想进步已经不是表面的事，

已经是有些能与实际沟通”，“不能再拿她当小孩

看”。喻世长对屯的进步十分钦佩，并反省自己，

自己还“不能清晰地判断出错误的根源与应改造

的范围”，“没有能对问题有清晰的了解”，自己

的思想需要改造。这种男女行动上、思想上携手

“并肩前进”的爱情正是喻世长所追求的。不过，

喻世长也感觉到他们的爱情关系 “已经与几年前

的有些质上的变化了”，因为一向都是自己 “领

导她”，现在自己还 “要因为屯的许多帮助而改

造”，“有些不甘心”［1］426、427。

婚后一周，喻世长还沉浸在与屯 “相聚太

短”的苦闷中时［1］438，屯就满怀激情地投入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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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喻世长: 《建国日记》，第 422 页。从喻世长的

日记可推知，1945 年春天，喻世长对屯已经有好感，二

人恋爱三四年后，1949 年 9 月二人结婚。婚后二人在工

作上互相鼓励，在家庭生活上互相帮助，相伴一生。1993
年，屯患了老年痴呆症，喻世长全力照顾。1999 年 12
月，喻世长病逝后，次年 4 月，屯亦因病离世。



校生活当中，并开始积极学习俄文［1］428。婚后的

屯，性格也有了一些转变， “不像结婚前那样倔

强易怒”［1］442。屯对于喻世长如何打算他们的前

程都同意，并不觉得当时的生活苦［1］474。

认识到屯的思想进步，喻世长开始更多地与

屯交换对工作、学习、前程、时政、家庭、思想

改造，以及如何写自传等问题的看法。在与屯的

思想交流中，喻世长往往能得到屯的意见和安

慰。特别是在写自传过程中，屯提出不少修改意

见，如指出喻世长犯了个人对自己的过去 “太温

情主义”，“总是把过去的一切不肯无情地否认”

等，喻世长都接受了，并且觉得很宝贵，能够得

到觉悟，使自己的思想更彻底地改造［1］541、587、626。

在学校及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屯不仅积极参

加学校的各种活动，还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如庆

祝亚洲妇女代表大会等［1］506，这使屯开始树立了

“自立”意识，希望能够找到合适的事业［1］515、520，

与喻世长一起承担家庭的重担。

“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

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27］80。1949 年 3 月 4

日，屯开始了新的工作，被派到全国政协［1］567。

同在 北 平 工 作，喻 世 长 也 就 安 心 在 北 大 工 作

了［1］569。想到屯要上班，开始新的生活，二人都

很高兴。刚上班的屯对工作有些不适应，喻世长

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就如何作文书工作、如何处

理人际关系、如何对待官僚主义作风等，给予屯

许多指导与建议，并归纳了几条原则态度让屯掌

握［1］579、606、624、630、644、648、651。

1949 年 5 月份，喻世长得知有去贵州调查的

机会，与屯进行了沟通，讲明了这次调研对于自

己前途的意义，屯表现得 “十分明智”，主张他

去［1］619、630、650。长期以来，不管是在生活上还是在

心理上，屯一直依赖喻世长，所以喻世长担心自

己走后屯 “不能自主生活”，但屯向喻世长保证

自己一定努力［1］654，不让喻世长有后顾之忧。

1950 年 7 月出发去贵州后，喻世长一直担心

独自在北平的屯，经常给屯写信，告诉她时代的

变化，以及自己对世界与人生的认识，指导她在

单位的为人处世。进入华北大学后，在以改造思

想为中心任务的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下，屯的思想

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改造与提高，学校的集体生活

也锻炼了屯的生活能力。在喻世长走后的半年

内，屯更是成长了不少，独自处理了很多事情，

解决了单位里老干部存心排挤她的问题，取得了

同事们的拥护，工作能力也得到了认可［1］644、700，

同时还解决了房子漏雨和搬家等问题［1］700、773。

在此过 程 中，喻 世 长 经 常 写 信 开 导、劝 慰

屯，但主要是靠屯自己。屯把工作、生活处理得

很好，给远在贵州调研的喻世长莫大的心理安

慰，以致喻世长认为，自己 “能够在新的工作新

的场面中不迷惑，并且发挥出了聪明，都是她

( 屯) 给我的”。屯在生活上的自立，让喻世长无

后顾之忧，他在贵州才能 “安然欣然生活工作下

去”。屯在思想上、生活上能够与喻世长并肩前

行，给了喻世长 “十分大的鼓励与安慰作用”，

这种 “生活的美丽”［1］719，使喻世长 有 了 精 神，

“思 想 渐 渐 复 活”，又 “感 到 生 活 的 兴 趣 与 活

力”［1］753。这时的二人，虽然身处两地，但开始

了真正的携手前进。

“觉醒的人，应当先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

思想，再纯洁明白一些，了解夫妇是伴侣，是共

同劳动者，又是新生命创造者的意义”［28］556。“五

四”以后，受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思想的影响，

知识分子群体在婚姻观上发生了大的变化。在整

个民国时期，普通知识青年是婚姻变化的主体，

有时评认为: “现在的学生不比从前的读书人;

现在的学生是觉悟的学生，是受着新思想的学

生，当然对于无知识的、未曾觉悟的女子不满

意”［29］109。青年知识分子把是否受过教育作为选

择配偶的主要标准之一，这种趋势到了 20 世纪

40 年代更为明显。1944 年的河北蓟县县志记载:

“近年男女注重求学，婚姻渐趋重知识矣”［30］57。

喻世长作为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认为自己的家

庭“代表封建社会”［1］487，而 “封建势力对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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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心灵的束缚，其实是最难堪的”，强烈地要

“粉碎封建的遗骸”［1］230。所以，他不满父母命令

式的包办婚姻，敢于冲破父母的藩篱寻找自己理

想的爱人。这种巨大的勇气是 “五四”之后知识

分子所提倡并践行的。

婚姻制度改革本身就是一种反封建的民主改

革。在婚姻方面敢于反对父母包办，本质上就是

反对封建主义。知识分子追求婚姻自由，自己选

择配偶时，更多注重双方的学识、情感的沟通、

对人生的态度等因素，在相处的过程中，确实产

生了互敬、互爱、互助的真诚深挚的爱情，这才

是结婚的前提。但同时知识分子也认识到， “要

有一种充实一生爱情的材料，才不至结婚就是爱

的终结”［1］55，而这爱情的材料，在 1949 年后的

婚姻关系中， “除了彼此谈些思想认识外，还要

看 待 对 方 工 作、劳 动 和 学 习 的 态 度 是 否 积

极”［3］11 － 12，男女双方能否从各个方面携手并肩进

步。

“随着每一次社会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

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31］240婚姻和家庭的形

态是社会的产物，是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而变化

的。婚姻与家庭制度是整个社会制度中的一个组

成部分，它是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以及社会

道德等综合的产物。社会制度改变了，上层建筑

改 变 了， 婚 姻 和 家 庭 的 形 态 也 必 然 随 之 改

变［32］2 － 3。对时代感受敏感的知识分子在政局变动

中，主动向时代的号召靠拢。1949 年后，喻世长

的思想发生了大的变化，同时也督促屯认识时

代，追求进步。“妇女恰是 1949 年革命的最大受

益人”［33］31。屯受过大学教育，通过华北大学的

思想改造，进步很快，在短时间内就了解了社会

形势，能与喻世长就思想改造、学习、生活等方

面进行深层次的沟通与交流。

在社会大变革中，政治对民众生活的影响从

来都不是单向的，民众也会审时度势，选取最有

利于自己的方面。婚姻关系是整个社会变革的一

部分，在知识分子婚姻关系的改变中，国家的推

动必不可少，但知识分子自觉地调适也很重要。

知识分子婚姻关系的变动正是这样一个上下互动

的过程。在受到政权变动影响较大的群体中，凡

是婚姻关系发生了大的变动，都是主动与被动的

结合，正因如此，整个社会婚姻家庭的变革才有

综合的推动力， 《婚姻法》颁布与实施才有了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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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llectual’s Marriage
Ｒelationship Before and After Liberation

———A Case Study of Zhong Suchun and Yu Shichang

DING Ｒui
Abstract: After liberation，with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changes，the status of women was

improved． Women had changed from subordinate status to equal status in the family，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had also changed in marriage． This change was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the intellectual conjugal relation． Before liberation，Yu

Shichang and Tun had been in love for several years and had stable relationship，however，Yu Shichang was the leader of their rela-

tionship and often feel that Tun“ was not active．”After liberation，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new era，Tun took the initiative to

change ideology and Tun’s self － consciousness had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family relations，they“went forward hand in

hand．”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change，the influence of politics on people’s life had never been one － way，and the people would

judge the hour and size up the situation as well as adjusting themselves consciously． In the early period of liberation，the transforma-

tion of intellectuals’marriage relationship was the result of the joint action of the state and the people’s will．

Key words: Intellectual Marriage Ｒelationship Change Before and After Lib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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